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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先秦语言哲学的 “语源论”聚焦人的认知过程，探讨语言形成途径，

揭示了主体与客体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感官与内容的感知与被感知的关系，社会

与语言的规约与被规约的关系。其 “指称论”探讨语言符号与所表达对象之间的关

系，通过探讨物、名、指三者关系，反映出了客观世界、语言符号与语言内容的逻

辑联系，揭示了语言与世界的同构性。其 “类型论”探讨如何分门别类认识语言符

号，表明使用语言必须认识语言所表达事物的性质、范围、关系、实在性以及所反

映内容的社会作用。其 “语用论”探讨语言的实用价值、使用原则与方法，从符号

与意识、符号与内容、符号与表达三个维度研究了 “合心”、“喻实”、“慎谓”等语

言使用原则。其 “解释论”探讨如何揭示符号所蕴涵的语义信息，倡导从认识属

性、分析结构、定义列举、等值证明以及真值判定等方面理解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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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代语言研究，从方法上看，存在四种主要趋势：描写的、分析的、形式的和
技术的研究。① 语言的描写性研究，侧重于对语言事实进行刻画，主要任务在于说明
语言现象 “是什么”。这是语言学家的研究传统，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中心任务。分析
的研究，侧重于对语言现象进行哲学解释，目的在于揭示 “为什么”。形式的研究，

侧重于对语言结构进行形式演算，旨在揭示语言形式转换与推导的能行性。技术的研
究，重点在于将语言规律转化为可以让机器读懂并进行操作的人工智能规则。② 描

·４４１·

①
②

　本项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语言大数据挖掘与文化价值发现”（项目编号

１４ＺＨ＠０３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语言、思维、文化层级的高阶认知研究”
（项目批号１５ＺＤＢ０１７）资助。
参见周建设：《汉语研究的四大走势》，《中国语文》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参见周建设：《面向语言处理的计算与认知取向》，《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９期。



写、分析、形式与技术四种研究，各有优势，也各有缺憾。描写总结的理论，往往
基于经验与文化，因而具有经验直觉的可接受性。这种可接受性的程度究竟有多大，

并不是描写本身的任务，于是引起了人们对语言的哲学思考。对语言的哲学解释因

为主要靠思辨，难免有不甚严密之处，于是，便需要对语言进行形式化研究，即撇

开具体内容对语言形式进行数学的或逻辑的论证。经验描写、哲学思辨、形式证明，

可以使语言研究不断逼近精确，而语言的技术性研究，则可以综合地检验前三种理

论。在我国，语言的描写研究成就较大，但分析的 （哲学的）、形式的 （逻辑的）和

技术的 （计算的）研究相对薄弱。就语言的哲学研究而言，许嘉璐先生做过这样的

评价：“千百年来，中国的语言研究，缺乏理性的思维和理论的建设。”“大约从乾嘉

时代起，语言学家们几乎忘了哲学。”① 由此可见，语言哲学研究是中国当今语言研
究的重要任务。②

先秦语言哲学研究是中国语言哲学的基础性研究。胡适说过，中国哲学的最初阶

段 （前６００—前２１０）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重要和最灿烂的时代。这是老子、孔子、

墨翟、孟子、惠施、公孙龙、庄子、荀子、韩非以及许多其他哲学家的年代。它的气

势、创造性、丰富性以及深远意义，使得它在哲学史上完全可以媲美于希腊哲学从诡

辩派到斯多葛派这一时期所占有的地位。③ 先秦没有清楚的学科分类，汉人根据先秦

讨论问题的主要倾向作出了大致的区分。司马谈在 《论六家要旨》中将先秦遗留下

来的典籍分为阴阳、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六家。之后，班固 《汉书·艺

文志》列 “诸子十家”，除上述六家外，列有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四家。④

李先焜先生在序 《中国古代的逻辑和语言》中评价说，美国学者陈汉生 （Ｃｈａｄ

Ｈａｎｓｅｎ）“对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后期墨家、庄子、公孙龙的语言哲学、逻

辑学思想作了具体分析”。⑤这表明后世学者大多认为先秦哲人有语言哲学思想。

本文拟对先秦时代零散分布的语言哲学论述进行系统梳理，提炼其主体内容，

分析其内在逻辑联系，尝试勾画出先秦语言哲学思想的基本格局。

一、语源论

语源论是关于语言来源的理论，包括语言意义的来源、语言符号的来源。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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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必须最先回答的问题。

（一）语言基于对 “象”、“意”的摹写

“象”与 “意”是语言形成的根本来源。先秦哲人探讨 “象”，区分了 “物象”

和 “卦象”。《系辞》曰 “在天成象”，是指客观存在的天象，即物象。“圣人有以见
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像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这里的 “象”指卦象。卦象源

于物象，是物象之 “形容”，是与物象相匹配之 “物像”，故曰 “像其物宜”。物象属
客观范畴，经人脑认知进入主观范畴 （反映在人脑中的 “物象”被称为 “意象”或
“意”）并被画出卦象，卦象属主观范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圣
人立象以尽意”，① 这表明卦象是表达人们关于物象认知的意义载体，是连接物象的
桥梁符号。卦象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但它实际上体现了语言符号 “立象”

“尽意”的基本功能。

与高度抽象的卦象符号不同，汉字是促进汉语成熟的完美形式。许国璋说：“对

于语言的起源问题，中国古时哲人也是从书写形式着手的 （事实上这也是最为可行

的方法）。”②先秦时代的书写形式是指汉字。先秦时代汉字称作 “文”、“名”、“书”

或 “书契”。按东汉许慎的说法，“文”为独体象形字，“字”指形声相益的合体字，
“文字”连称指全部的汉字。③

“名”、“文”、“书”、“书契”何以产生？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
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④ 由此观之，古人先有对客观之 “象”的认识，而后才
有关于象的刻画。象与画的关联，经过了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人的大脑。象进入

大脑便是 “意”。《易》记录的是天地事态存在与运行机理，易卦是 “刻符式的准文
字”。⑤ 后来才有 “书”、“契”的出现。“依类象形”指按物的类来画它的形，不是
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所象之形是诸形的概括。“文”是一种抽象的符号，

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先人造字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文者，物象之本也。’
‘文’是依类象形画出来的，一类的物象的本身是怎样，便是怎样。‘文’是简化了

的图形，汉字从象形变为象征，从图形变为笔划，从复杂变为简单，这个 ‘文’已
经大大不同于原来的图象了：它是物象中最本质的部分。‘物象之本’的 ‘本’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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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意。”①

许慎将早期文字分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等类，正好体现了文字反映意象

的多样性。“象形”反映具象， “形声”是 “象”、 “声”结合， “指事”是 “象”、

“意”结合，“会意”便是 “意”、“意”结合。文字反映的 “意”、“象”关系，在孔

子的言论中亦可见到。《周易·系辞》记载：“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

里提到 “书”、“言”、“意”三者关系。书是文字形式，是言的物质外化，“言”是以
声表意，是 “意”的声波表现，也是 “意”的一种物质形态。可见，先秦古人已经

揭示：“书”记录 “言”，“言”表达 “意”，“意”摹写 “象”。

（二）语义源自感官对事物的感知

不同的感觉器官分别感知事物的不同属性而获得相应的语义。荀子 《正名》说：

“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

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

酸、奇臭以鼻异，病、养、凔、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

哀、乐、爱、恶、欲以心异。”“缘耳而知声”，“缘目而知形”（《荀子·正名》），可

见，不同感官各有分工，分别形成不同的感知通道，完成不同的感知任务。

公孙龙对感官的不同感知功能做过具体解释。公孙龙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

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也，无白也。”（《公孙龙子·坚

白论》）公孙龙将 “石”的 “白色”和 “石”的 “坚硬”看作彼此分离的两种属

性，分别作用于两种不同的感官通道。“白色”是通过眼睛视觉感知得到的影像，

“坚硬”是通过触觉器官获得的感知印象。两种不同的感官所 “捕捉”的内容不
同，给人脑留下的印象不同，被语言符号 “白”、“坚”分别标记之后，其语义自

然也就不同了。公孙龙以 “石”为例诠释 “离坚白”，其 “离”是事物属性的相对

独立，是感官认知的相对独立，是语义元素的相对独立，而不是实体与属性的绝

对分离、孤立。

（三）语言符号定型于约定俗成

语言符号的采用需要遵循相应的规则。世界客体被反映为人脑意象进而成为语

言内容，这种内容需要语言符号进行标记。标记不是主观随意的。尹文曰：“名者，

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尹文子·大道上》）这是尹文提出的关于命名的具

体要求，揭示了一种 “名形相应”规则。荀子指出命名应当 “同则同之，异则异之”
（《荀子·正名》），强调相同的事物用相类的名称命名，不同的事物用不同的名称命

名，以保证事物之间的区别，反映的是 “同异相别”规则。荀子还说 “单足以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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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强调单名足以表示被命名对象就用单名，在单名不足以表示
对象时才用兼名，体现的是 “单兼互用”规则。

事物命名除遵循一定规则，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荀子说：“名无固宜，约

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

谓之实名。” （《荀子·正名》）这里，荀子实际上说明了名称确立的三个要点：

“约”、“成”、“宜”。“约”即约定，约定是给对象命名的方式。约定没有必然性，因

而不排除命名者的主观因素；“成”即形成、确定、定型，约定的名称，人们能够习

惯地使用它，故曰 “俗成”；“宜”即适宜，适宜是对名称适当性的评价。名称本身

起先并没有固定指称的内容 （“实”），需要通过约定才获得指称相应的内容 “实”

的资格，所以说 “约之以命实”。“约”、“成”、“宜”既反映了人对语言符号的决定

性作用，又反映了语言符号对人的适应性。

综上所述，先秦哲人认为，客观的 “象”需要通过感官的感知途径才能进入人

脑成为思维内容——— “意”，后者再通过符号遵循一定的原则标记下来成为约定俗成

的语言交际元素。语言必须经过基于客观世界的 “意象本源—内容感知—语符标记”

三个环节，实现客观世界到语言世界的飞跃。这种思想紧扣了人的认知路径，深刻

揭示了语言的来源途径。

二、指称论

指称论探讨语言符号与所表达对象之间的关系。先秦语言哲学对符号指称意义、

指称功能以及事物、符号与指称之间的关系等有精辟论述。

（一）“指”义探微

究竟什么是 “指”，公孙龙有过经典论述。公孙龙曰： “物莫非指，而指非

指。”（《公孙龙子·指物论》）何谓 “物”？“天地与其所产者，物也。”（《公孙龙

子·名实论》）何谓 “指”？许慎 《说文解字》曰：“指，手指也，从手旨声。”手

指常常用来指点事物，指点事物的过程就是人们意谓事物的动态过程，因此，

“指”便有了 “指称”、“指谓”的意义。此外，“指”亦同 “旨”，相当于 “意旨”、
“意义”。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孟子·尽心下》），就是在这种意

义上使用 “指”的。公孙龙所说的 “指”应如何理解？庞朴指出，《公孙龙子》是

诸子书中最难读的一本，而 《指物论》又是 《公孙龙子》中最难读的一篇，要从

现代汉语中找到对译 《指物论》的文辞有困难。庞朴分析，“指”有二义，作动词

为 “指示”、“指出”，作名词为 “意”。本文认为，全面理解 “指”，可用四个译

名：“指示”、“指出”和 “指称”、“指谓”。解读公孙龙的 “指”，是取庞朴的 “指

示”、“指出”之说，还是用 “指称”、“指谓”？笔者认为用 “指称”、“指谓”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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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当。理由是：“指示”、“指出”能突出动态性，却容易忽视其称谓性，将 “指”

理解为指指点点的动作从而导致与符号 （语词）的割裂，“指称”、“指谓”则能够

使动态性与称谓性兼而有之，即包含 “指称过程”和 “指称名称”两个重要的观

念。因此，公孙龙 “物莫非指”中的 “指”，即 “指称”、“指谓”。“指”是及物性

动词，其施动主体是人，是人借用词语或动作指称 “物”，“物”是受指称的对象，

即 “指称”的受事宾语。受事宾语 “物”充当受事主语，自然获得被动意义，即

被人用词语 “指称”。因此，“物莫非指”的确切意义就是 “物没有不是可被 （名、

词语）指称的”。

“指非指”中的两个 “指”，前一个 “指”，承 “物莫非指”中的 “指”之义，

表示 “指称”或 “指谓”，表示指称过程或指称名称，后一个 “指”，尽管也可以

译为 “指称”或 “指谓”，但它表示的是被指称名称或指称过程指向的内容、对
象。“指称 （名称、过程）不是指称 （对象）”。如果把人手指向与被指向的万事

万物通过人的感官联系起来这一动态过程和将指对象的名称统称为 “指称”，那么

这个 “指称”称谓却不等于 “指向—感官—事物”三者动态统一过程本身。正如

我们可以说 “犊莫非长，而长非长”、“星莫非移，而移非移”一样，同一个 “长”

和同一个 “移”，用法不一样，意义也不一样。前句是说： “小牛没有不生长的，

但生长不生长”。第一、三个 “生长”意为具体对象 “小牛”的生理发育，第二个
“生长”意指 “生长”这个名谓，当然从来没有一个 “生长”的名称是能生理发育

的。后句是说：“星斗没有不是移动的，但移动不是移动的”。第一、三个 “移动”

是指物理空间的位置变动，是一种客观规律的反映，第二个 “移动”是称谓，作

为名称称谓的 “移动”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由天体运动规律支配的物理空间位置变

化的。由此可见，公孙龙讨论的 “指”，涉及了两个层次，言语称说层次的 “指
称”、“指谓”，在用法上体现了两个重要的语义观念，即指称名称观念和指称过程

观念；内容提及层次的 “指称”、“指谓”，即指称名称或指称过程指向的对象。为

了区分两个层次，我们可以将 “指”进一步译出三个子名称： “动指”、 “名指”、

“所指”。动指是动态意义上的指称或指示动作、过程；名指是以名称指示或指称

对象 （包括自名指谓），是言语行为称说层次；所指是动指和名指涉及的对象，是

指称内容提及层次。公孙龙这种深邃的 “指称”思想，无疑是对语言哲学理论的

重要贡献。

（二）指称功能

先秦对语言符号指称事物的功能有深刻认识。《尹文子》曰：“大道无形，称器

有名。”“无形”，即形而上。形而上者谓之道。“道”指的是抽象义理，“器”指的是

具体事物。“称器有名”是说具体事物有名称来称谓它。这种认识将语言符号与事物

紧密联系起来，揭示了语言符号指称事物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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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语言符号具有指称功能，但并非所有名称都能够指称认识对象。尹文说：
“大道无形”，“大道不称”；“称器有名”，“众有必名”。尹文将认识对象分为可以称

谓和不可以称谓的两类。他认为大道是无形的，不可以用 “名”来指称，而众多的

存在物则可以一一别而名之。进一步，尹文发现，尽管名不可以称谓 “大道”，但并

不意味着不可以称谓 “无形”。虽然 “大道”属于 “无形”，不可以被称谓，但有些

无形的对象还是可以被称谓的。因此，他说 “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

（《尹文子·大道上》）。

名称指称事物，依赖事物的存在而显示其社会价值，但事物并不依赖名称而存

在。尹文说：“生于不称，则群形自得其方圆。” （《尹文子·大道上》）就是说，

“名”是对 “形”的称谓，如果人们不去称谓 “形”，作为客体的 “形”照样存在。

具有方圆之形，即使不以 “方”、“圆”名而称之，仍然不失有方圆之实的存在。

（三）物、名、指的关系

先秦哲人探讨了 “物”、 “名”、 “指”三者之间的关系。公孙龙在 《指物论》

中以客方口吻曰：“天下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不为指而谓之指，是

兼不为指。以有不为指之无不为指，未可。”（《公孙龙子·指物论》）公孙龙对

曰：“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

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与物，非指也。”（《公孙龙子·指物论》）客方认为：

天下没有指，因为物都有各自的名称，而名称不是指。不是指却称为指，就没有

不是指的了。把不是指当成没有不是指，这不可以。公孙龙回答说：天下虽然没
有指，但相对于物却不可以说没有指。不可以说物没有指，是因为没有不可以指。

没有不可以指的，就是物没有不可以指。指，不是非指，指相对于物才是非指。

公孙龙使用主客对辩形式，但并没有表现出主客双方对立的观点，只是通过对答

方式对 “物”、“名”、“指”关系作说明：“物”不同于 “名”和 “指”，是相对独

立于 “名”、“指”的对象，是天下之所 “有”；而 “名”、“指”仅仅是对 “物”的

一种关联，“名”是称谓 “物”的符号，即所谓 “生于物之各有名”，“指”是联系

事物的过程 （动指），往往借助语言符号来表现 （名指）。因此，无论名指意义上

的 “指”还是动指意义上的 “指”，二者都不是一种存在，不是天下之所 “有”，

故曰 “指者天下之所无”。公孙龙无疑认识到，物就是物，名就是名，指就是指。

为什么说 “指非指”？他说，本来 “指，非非指也”，只是 “指”相对于 “物”而
言才是 “非指”。可见，公孙龙既承认 “物”、“名”、“指”之间的联系，同时又强

调了彼此间的区别。公孙龙对 “物”、“名”、“指”的讨论，突出了动指 （行为指

称）的可行性地位，注意了名指 （以名称指称对象）的谓物功能。一个词语被用

来指称对象，其主体是人，客体是人意指的对象，语词是指称的工具，指称过程

是人在起作用，没有人便没有指称活动。
·０５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７期



三、类型论

先秦讨论了语言符号的属性、外延、关系、虚实以及功能等类型。

属性类型是指按照词语所表示的事物属性对词语所作的分类。尹文将名分为三

类，即命物之名、毁誉之名、善恶之名。尹文说 “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

圆黑白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尹

文子·大道上》）这种分类特点有二：一是注重 “名”所指称的属性意义，尹文

在说明 “命物之名”时以 “方圆黑白”为例，就是从事物自身具有的性质而言的；

二是关心对 “名”所称谓对象的品质评价，强调分清 “善恶贵贱”，不可混淆 “贤

愚爱憎”。

先秦时代，《尔雅》最早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属性分类的语言哲学思想。《尔雅》

全书分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

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１９篇。诂、言、训３篇反映语

言类词语性质，亲、宫、器、乐、天、地、丘、山、水、草、木、虫、心、鱼、鸟、

兽、畜等，反映人类与自然事物之属性。进一步，依据事物的内部关联给词语归类，

比如，人归属于 “亲”，与人居住相关的归入 “宫”，与人使用器物相关的归入
“器”，等等。这种分类有利于分门别类认识事物。

外延类型是依据范围对名称所作的分类。 《墨子·经上》云： “名：达、类、

私。”就是说，名可以分为达名、类名和私名三类。对此，《经说上》有进一步解释：

“物，达也。有实必待文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

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墨子·经说上》）达名指最一般的名称，即哲学上称为

范畴的名，如 “物”之名，是泛指一切客观存在的实，在它之上没有更高的类。类

名指一类具体事物所共有的名，如 “牛”、“马”、“动物”、“生物”等，不论类大类

小都是类名，类名既然为一类事物所共有，必然反映一类事物的共性。私名是 “止

于是实”之名，即专指某一个体之名，如 “太阳”、“地球”、“长江”、“黄河”等名

称。不过，《墨子》并没有把 “止于是实”的 “私名”明确规定为专有名词，只是以

某个人的名 （如 “臧”）为例作了说明。荀子的思想与此相类似。他说： “万物虽

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

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

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荀子·正名》）《墨子》将物之名归为 “达”名，荀

子称物之名为 “大共名”，因为它可以表示最大范畴，即 “至于无共然后止”。荀子

的 “大别名”相当 《墨子》中的 “类”名。为什么荀子仅仅将名称分为两类呢？因

为他谈这段话的目的并非对名称进行全面分类，而是在谈以名 “举”实的作用时顺

便提及的。意思是说，虽然万物众多，但人们还是可以分别称谓它们。从大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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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称谓到最大的事物，直到 “无共”，即大到不能再大为止；就小而言，人们也可
以分门别类称谓之，可以称一个类，譬如 “鸟”，还可以称更小的范围，直到 “无

别”，即不能分别到再小的对象为止。“止于无别”的事物是什么，荀子没有给出进

一步的说明，我们认为，当是指个体的事物，即相当于 《墨子》中 “私”名所指称

的对象。

先秦关于名称的外延分类既反映了人们的类化认知规律，又揭示了名称的语

义层次特征。“名”所指称的 “实”首先是对客观实体的反映。人们认识实体，由

认识个体开始，这就有了关于个体的名称，即 “私”名；由认识一个一个的具体
实物扩展开来，认识到一种事物，这就有了关于相应的事物种类的名称，即 “类”

名；再进一步才认识到具有更广泛意义的一类事物，这就有了关于更大类的名称，

即 “达”名。如此，我们不难发现先秦关于语义层次的思想。第一层是个体之实，

即所谓 “私”，其特征在于 “是名也止于是实”（《墨子·经说上》），用于指称那

个唯一的实体，不可用于反映别的实体。第二层是特殊之实，逻辑学上通常称为
“种”、“类”。《墨子》中也称之为 “类”，比方 《墨子》曰 “命之马，类也”（《墨

子·经说上》）。“类”的语义层次较高，它是对个体的抽象。第三层是最高语义
层次，即 “达”名。之所以最高，是因为它反映的对象是 “至于无共然后止”的

天地万物。

关系类型是从词语表达的名实关系所作的分类。先秦区分了 “同实之名”和
“异实之名”。“同实之名”指的是多个名称表达同一指称。《墨子·经说上》曰：“二

名一实，重同也。”《墨子·经下》曰：“知狗而自谓不知犬，过也，说在重。”“狗，

犬也，而杀狗非杀犬也，可，说在重。”“二名一实”指的是两个符号指称同一对象。

“狗”与 “犬”是两个符号，其所指是相同的对象。“异实之名”是指一个符号表达
多种指称。譬如，“且，言然也”。“且，自前曰且，自后曰已，方然亦且。” （《墨

子·经说上》）“且”可以指某事发生之前的情形，此所谓 “自前曰且”。《墨子·小

取》篇说：“夫且读书，非读书也……且入井，非入井也……且出门，非出门也。”

这里，“且”是 “将要”的意思，将要读书，并未读书；将要入井，并非入井；将要

出门，尚未出门。“且”还可以指事件同时发生的情形，即所谓 “方然亦且”，例如
“且歌且舞”。可见，先秦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语言符号的多义性。

虚实类型是根据词语反映内容的虚实 （抽象与具象）所作的分类。尹文曰：“有

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尹文子·大道上》）有形者之名是指称具体事物
之名。这一类 “名”直接与人的感官相关，通常情况下，这些 “名”指谓的对象可以

由感官接触到。未必有形者之名是抽象之名。正如伍非百先生所说：若夫抽象之名，

本无实体可指。因观念而造成名词，更因名词以系住观念。展转相生，往复相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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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类型是从名称内容涉及的功能所作的分类。荀子将名称分为刑名、爵名、

文名以及散名四类就属于这种情形。刑名是法律刑罚名称，爵名是官职地位名称，

文名是知识教化名称，散名指万物之名，或者说是除刑名、爵名、文名之外的一切

名称。荀子认为，名称有沿用和创新两种方式，此所谓 “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

名。”（《荀子·正名》）如何 “循于旧名”？荀子不是主张兼收并蓄，而是提倡有所

选择。他赞成 “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

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荀子·正名》）如何 “作于新名”？就

是要有所依据。荀子指出，散名不能散。散名作为万事万物的名称，不可想当然而

阻碍 “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他以性情之名为例说明命名必须有所依据的道
理，他说：“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

乐，谓之情。”（《荀子·正名》）

四、语用论

先秦探讨了关于语用价值、原则和方法，还关注辨识说话人品质的技巧。

（一）语用价值

首先，先秦哲人认为 “名”的使用像使用法律甚至度量衡一样，是衡量事物虚

实的尺度。尹文说：“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尹文子·大道上》）准确地使

用名称，能够避免争斗，限制私欲。“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

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尹文

子·大道上》）如果不正确使用名又会如何？ “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
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尹文子·大道上》）“今万物具存，不

以名正之，则乱；万名具列，不以形应之，则乖。”（《尹文子·大道上》）简言之，

不正确使用 “名”则会导致混乱。其次，认为语言对人具有重要影响。 “君子居其

室，出其善言，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言出乎身，

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

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周易·系辞上》）孔子认为：君子居住在家，

讲出的话好，千里以外的人都会响应，讲出的话坏，千里以外的人都反对。话从口

出，进入别人的耳朵，行为举止从本身表现出来，远处的人也会看见。言语和行为

是君子形象的主宰，是获得荣耀或耻辱的根据。君子可以用言语与行为感动天地，

不能不慎重。孔子从出言施行的日常行为深刻揭示了言语传播及其正反面的重要影

响。再次，认为 “名”的使用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孔子将 “名”的正确使用上升

到国家治理高度，强调一定要正名分。如果名分不当，言语旨意就不能顺畅传达，

言语旨意不能顺畅传达事情就不能办好，事情不能办好，国家的礼乐制度就不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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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礼乐制度不能兴盛，刑罚也就不能发挥作用，刑罚不能发挥作用，百姓就会无
所适从。① 邓析、尹文等认为正名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一种职责。邓析说 “循名责

实，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职也。”尹文说 “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尹

文子·大道下》）。最后，认为名称的使用是否得当是衡量国家治理与国君能力的标

准。 “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

（《尹文子·大道下》）邓析云：“治世位不可越，职不可乱。百官有司各务其形。上

循名以督实，下奉教而不违。”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称得上极其圣明的君王。
“循名责实，察法立威，是明王也。”

（二）语用原则

先秦哲人探讨了一些语用原则，概括起来，大致有三条：一是 “合心”，二是
“喻实”，三是 “慎谓”。“合心”原则指言语所表达的内容要与想表达的内容相一致。

这是荀子提出的语言使用原则。荀子云：“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荀

子·正名》）荀子将言说关系分成三个主要部分：“道”、“心”以及 “辞说”。道是

客观事物之理或规律，是被心反映和认识的对象；辞与说是言语活动；心既是对道

的反应，又是辞说的内容，因而它是联系道与言语活动的桥梁。言语的目的是要表

达被反映的对象。怎样保证所说的与想说的达到一致，其间桥梁非常重要。作为桥

梁的 “心”必须与 “道”“合”于一致，“辞说”必须与 “心”“合”于一致。中国文
化强调 “口”与 “心”的统一，反对口是心非，这一点在荀子的语言使用原则论述

中已经有了明显的体现。“喻实”原则是指名能够清楚地表示内容。荀子说：“名闻

而实喻，名之用也。”荀子要求，听到一个名称就能够明白该名称指称什么，这样才

是名的正确使用，否则，就会出现混乱。荀子列举了名称混乱的三种表现：一是以

名乱名，如 “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荀子·正名》）；二是以

实乱名，如 “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荀子·正名》）；

三是以名乱实，如 “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荀子·正名》）。荀子将名实乱的

三种情况称为 “三惑”，并说 “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者矣。”

（《荀子·正名》）因此，荀子主张：“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

率民而一焉。”（《荀子·正名》）“慎谓”原则是指谨慎地用名称指谓事物。在公孙

龙看来，古代君王知道考察名实关系，慎重地使用名称称谓事物才是高明的。他说：

“圣矣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慎其所谓！” （《公孙龙子·名实论》）如何 “慎
谓”，他认为要做到：“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

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

此，则此谓不行。”什么可以称说，什么不可以称说，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并十分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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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地对待。

（三）语用方法

恰当的说话方法能够提高语言交际效果，这早就受到先秦哲人的重视，并探讨

了因人施言、因俗出言、因法述言等方法以及判断说话人品质的技巧。

因人施言是指看对象说话。邓析说：“夫言之术，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

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安，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豪，与贫者言依于利，

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说，此言之术也。”① 当然，我们不能说邓析提出

的每一种说话方法都很合理，但其基本思想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说话必须注意

策略，讲究方法，根据对象的具体情况说话。仅就上文中提到的 “智者”、“愚者”

而言，因为智者通常深谋远虑，如果试图以深刻打动对方，未必可行，不如以
“博”言之，既可拓其视野，亦可引其深入，此所谓 “与智者言依于博”。“愚者”

常常缺乏思想，予以说服开导十分重要，故曰 “与愚者言依于说”。说话者要善于

根据对象的不同特点确定说话内容与说话方式。《论语·先进》载：子路问：“闻

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

“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 ‘闻斯行诸’，子曰 ‘有父兄在’；求也问 ‘闻斯

行诸’，子曰 ‘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为什么对同样的问题，回答得不一样，因为孔子认识到听话对象不同。

冉有平时做事畏首畏尾，所以给他鼓气，子路兼有两个人的胆量，所以让他谨慎

一些。

因俗出言是指按照当地习俗说话。尹文举例说：庄里丈人，字长子曰 “盗”，少

子曰 “殴”。盗出行，其父在后追，呼之曰：“盗！盗！”吏闻，因缚之。这说明 “名”

表达的 “实”应当考虑习俗。 “盗 （贼）”是被人厌恶的，即使把自己的孩子叫做
“盗”，对于不知情的人而言，并不会改变这个名称的习惯意义，因此，听见 “盗
（贼）”第一反应就是逮住他。由此揭示言辞的习俗色彩一旦形成便不会因个人的意

愿而轻易改变。又举例说：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周人谓鼠未腊者为璞，周人怀璞

谓郑贾曰： “欲买璞乎？”郑贾曰： “欲之。”出其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

（《尹文子·大道下》）同样叫 “璞”，郑国人指玉，周地人指鼠。由此表明：不同地

域有不同的表示 “名实关系”的习俗。言语交际应当重视不同地域语境对语义的制

约作用，考虑心理习惯、地域习俗对语言意义的影响。

因法述言指按照句法结构规律说话。先秦哲人注意到语法结构相同，但语义结

·５５１·

先秦语言哲学思想探索

① 源自 《鬼谷子·权篇》：“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
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
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



构不一定一样，因此，具有相同语法结构的句子，有的可以说，有的却说不通。譬
如，《墨辩·小取》曰：“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此乃是而然者也……车，

木也，乘车，非乘木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这里，一方面举例说明了 “是而然

者”。说明有些词语习惯上可以替换搭配使用。有些具有类属关系的词，比方，“白

马”与 “马”有类属关系，当一动词与外延较小的词语构成恰当的搭配关系时，该

动词与其外延较大的词项同样可以构成恰当的搭配关系，这样由 “乘白马”进而可

以说 “乘马”。另一方面说明了 “是而不然者”。有些词语指称的对象之间具有整体

与部分的关系或要素与成品的关系，如果替换使用则会发生指称对象转移，因而不

能任意替换其搭配关系。比方，“船”是木构造的，是成品与元素的关系，元素不能

替代成品，因此，“入船”是合理的结构搭配，可以说，但是 “入木”则不是合理的

搭配，不可以说。

此外，先秦哲人还探讨了辨别说话人品质的技巧。《周易·系辞下》曰：“将叛

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

者其辞屈。”这些论述对于认识说话人的品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比方，当看到说

话人说话支支吾吾时，就可以推测对方心里有值得怀疑或者不清楚的问题，即 “中

心疑者，其辞枝”，看到说话人不恰当地说出较多话语，就知道对方急躁、轻浮，不

能在冷静思考之后清晰简洁地表达思想，这就叫 “躁人之辞多”。可见，先秦哲人对

语言与人品的关系观察得细微深刻。

五、解释论

先秦主要从属性分析、结构解释、定义列举、等值证明以及真值判定等方面探

讨了语言解释问题。

属性分析是依据词语所反映事物的属性来理解词语。 “倶一，若牛马四足。惟
是，当牛马，数牛数马，则牛马二，数牛马，则牛马一。若数指，指五而五一。”

（《墨子·经说下》）几种属性聚合成一个整体，如牛和马都具有四只脚，那么它们

就是一类实体。如果以牛和马各自的属性来看待，牛就是牛，马就是马，牛和马便

是两类不同的实体，即 “牛马二”。如果忽略牛和马各自的属性，仅仅考虑牛马的共

性，比方 “四足”这一共性，牛和马便归为一类，即 “牛马一”。好比数指头，分开

数指头有五个，合起来就只是手指这一个整体了。可见，先秦哲人注意到，要从词

语所反映的事物属性入手，才能确切了解词语所指称的对象，因为词语所反映的事

物属性对词语所指称的对象具有直接的制约作用。

语言符号获得整体语义去指称特定对象之后，不可任意分解，否则会造成语

义混乱。《墨子·经说下》曰：“曰 ‘牛马非牛也’，未可。 ‘牛马牛也’，未可。”

“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则牛不非牛，马不非马，而牛马非牛非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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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这两个符号组合成符号整体 “牛马”，说该符号整体指 “牛”不可以，说不
是指 “牛”也不可以。牛不是两种实体，马也不是两种实体，但牛马却是两种实

体。牛就是牛 （牛不非牛），马就是马 （马不非马），但牛马既不是牛也不是马。

这里揭示的是，两个种组成更大的属之后依其中的一个种及其否定来称谓该属是

不允许的。

结构解释是从分析词语的内部结构入手解释词语。尹文说：“语曰 ‘好牛’……

不可不察也。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设复

言 ‘好马’，则复连于马矣，则好所通无方也。设复言 ‘好人’，则彼属于人矣。则
‘好’非 ‘人’， ‘人’非 ‘好’也。则 ‘好牛’、 ‘好马’、 ‘好人’之名自离矣。”

（《尹文子·大道上》）尹文已经注意到作为语言符号整体 “名”的内部具有一定的

语义结构关系。整体符号由各成分构成，各个成分自有其特殊的语义性质。尹文所

举的例子，从词性来说，涉及 “形容词加名词 （ＡＮ）”结构，从语义上说，涉及事

物与事物属性的关系。“好”（Ａ）为 “物之通称”，是具有普遍性的事物属性，“牛”

（Ｎ）为 “物之定形”，是指称具体事物对象的名称。命形之 “名 （Ｎ）”可以受 “通

称 （Ａ）”修饰，即 “通称随定形”。这就从结构成分的性质及其关系入手分析解释
了词语的意义。

定义主要揭示词语的内涵，列举重在揭示词语外延。 《尹文子》的 《大道

上》和 《大道下》两篇，花了很大篇幅讨论 “名”，涉及命名、名形关系、名的

语用以及道、器、形的称谓等问题，使用了不少重要的语义诠释方法。定义列

举是其中之一。逻辑上说，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内涵”大体相当

于语义领域所说的 “词的含义”、“语词符号的意义”。谈到名，尹文曰：“名称

者，别彼此而检虚实者也。”（《尹文子·大道上》）这是从名的规范制约功能

方面进行定义。从定义表达形式上看，基本格式是 “……者，……也”。此外，

也用到 “所谓……”定义形式。例如，西周姜太公向武王解释 “名”用的就是

这种形式。太公谓武王曰：“所谓大者尽得天下之民，所谓众者尽得天下之众，

所谓强者尽用天下之力，所谓安者尽得天下之欲，所谓天子者，天下相爱如父

子也。”列举法侧重从量的方面来认识词语。武王问太公为将之道，太公用了列

举法进行解释。太公曰，将有五才。“所谓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先秦释名

常常将定义与列举合并使用。譬如：“凡国之存亡有六征：有衰国，有乱国，有
亡国，有昌国，有强国，有治国。所谓乱亡之国者，凶虐残暴不与焉；所谓强

治之国者，威力仁义不与焉。”（《尹文子·大道上》）这里，既用定义法又用

列举法解释同一个 “名”，既从质上又从量上认识语符意义。先列举国之衰、

亡、昌、强、治、乱六征，而后分别予以定义，即通过揭示弱国、乱国、亡国

的基本属性，指出一个国家走上灭亡的必然历程；通过揭示昌国、强国、治国

的重要特征，阐述一个国家保持强盛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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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值证明是用一个表达式去代替另一个表达式，从而证明原式的真值意义。公
孙龙证明 “白马非马”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公孙龙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

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 “白马”为什么 “异于” “马”，在于两者意义不同。

“马”对于颜色不存在取舍，或者说它舍弃了 “色”这种语义，而 “白马”则对
“色”有明显取舍，因而含义就不一样了。公孙龙运用 “等值”原理证明其论点。不

妨将公孙龙的思想略作形式处理。设Ａ代表 “马”，Ｂ代表 “白马”；ａ代表黄马，ｂ
代表黑马。如果Ａ无异于Ｂ，根据同一替换律，在任何条件下，以Ｂ代替Ａ，其表

达式的真值不发生改变，那么 Ａ＝ａ＋ｂ，也相当于Ｂ＝ａ＋ｂ。就是说，如果 “马”

与 “白马”是同一的，则两等式相同，即命题 “马等于黄马加黑马”与命题 “白马

等于黄马加黑马”等同。事实上，这两个命题是截然不同的，所以 “白马”不能同

一替换 “马”，“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

马，审矣！”（《公孙龙子·白马论》）尽管先秦没有形式语言的等值证明，但其通过

自然语言表述的思想与形式语言的等值证明是一致的。

真值判定是依据内容的真实性理解语句。凡表达的语义与实际一致，便是真

的语句，不一致则是假的语句。尹文说：“凡天下万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诬，

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真假概念是命题语义解释的重要概念。从语义角

度看，命题有双重性：一方面，任何命题本身必定表达一定的意义，这种意义是

诸词项组合产生的，是命题自身承载的信息；另一方面，命题有真假。命题的真

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们对命题所承载语义的再认识和评价。重视语句真假就是

重视语义与客观世界的关联性。先秦重视命题真假是语言哲学思想成熟的重要

标志。

结　　语

综上，基于先秦典籍梳理和提炼出的 “五论”，突出了语言哲学的中心内容，展

示了先秦语言哲学相对完整的学术思想与内在逻辑。

“语源论”，聚焦人的认知过程，探讨语言形成途径。其中反映了三种认识路

径：一是从客体到主体，先确定世界的客体性，然后说明意象是人们对客体的反

映，名、文、书契是对意象的刻画；二是由主体到客体，以人为主体，通过人的

感官接触客体，获取源于客体的语义内容；三是由语言到社会，指出语言符号的

原初形式是由个体发生的，但最终通过社会群体约定俗成。三种途径深刻揭示了

主体与客体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感官与内容的感知与被感知的关系，社会与语

言的规约与被规约的关系。“指称论”探讨语言符号与所表达对象之间的关系。语

言符号具有指称事物 （对象）的功能，事物 （对象）具有受指称的功能。通过探

讨物、名、指三者关系，反映出了客观世界、语言符号与语言内容的逻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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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语言与世界的同构性。“类型论”探讨如何分门别类认识语言符号。先秦将
名称分为意义类型、外延类型、关系类型、虚实类型以及功能类型，表明使用语

言必须认识语言所表达事物的性质、范围、关系、实在性以及所反映内容的社会

作用。“语用论”探讨语言的实用价值、使用原则与方法。强调名称是衡量指称事

物的尺度，对人具有重要影响力，是国家治理的工具，也是衡量国君是否圣明的

标准。惟其有用，先秦从符号与意识、符号与内容、符号与表达三个维度研究了
“合心”、“喻实”、“慎谓”等语言使用原则，提出了因人施言、因俗出言、因法陈

言等说话方法，以及辨别说话人品质的技巧。“解释论”探讨如何揭示符号所蕴涵

的语义信息，倡导从认识属性、分析结构、定义列举、等值证明以及真值判定等

方面理解语言。

“五论”中，语源论、指称论与类型论是关于语言符号自身静态特征的探讨，揭

示语言符号的来源、符号意义以及意义类型。这是语言的基础性研究。语用论与解

释论是关于语言符号动态特征的探讨，揭示语言符号使用和语言符号理解规律。这

是语言的应用性研究。二者结合构成了先秦语言哲学体系的基本面貌。

先秦时期是我国语言哲学体系发展的重要阶段。探索先秦语言哲学体系，首要
价值在于传承古典学术，深化中国语言哲学研究。本文基于已然存在的经典论述，

抽取其语言认知主线，提炼语言哲学思想，讨论中国古代学术鼎盛时期的语言哲学

思想，对理解中国古代学术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开展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对话将产

生积极影响。

价值之二在于能够促进对现代汉语的深入理解和应用，提高社会对语言体系

的整体性认知水平，进而推动我国语言学科体系完善和语言文化研究话语权的再

造。首先，有助于深化对语言本源的理解。启示人们坚持语言的客观性，认识客

观事物对语言感官刺激形成语言内容的本体性；坚持语言的心智性，认识心理与

思维对本体内容加工再生的创造性；坚持语言的社会性，认识群体民族对语言特

质的规约性。通过认识客观基础、心智基础、社会基础，总体把握语言本源；通

过分析本体性、创造性、社会性，总体认识语言本质。进一步，认识语言观与世

界观，语言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辩证关系。其次，有助于深化对语言符号载体功能

的认识。“天下无指，则物无可谓物。”指称功能就是承载内容的功能。符号指称

有静态与动态之分。就静态指称而言，词语意义的丰富性与词语符号的有限性、

语句关系的丰富性与句法结构的有限性，构成了词语符号与词语意义、语句关系

与句法结构的非对应性。由静态符号进入动态使用，用有限的词语符号、有限的

句法结构，指称和表达丰富的词语意义和复杂的语句关系，伴随复杂多变的语境，

其符号与意义的关系就变得极其复杂。指称理论有助于启发人们主动理清复杂的

指称关系，透过复杂的名实关系、纷繁的句法结构认识世界结构，使人们对世界

的认知更丰富，更深刻。再次，有助于提升人们对事物的类化认知能力。先秦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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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告诉我们，关注事物属性、范围、关系、功能，甄别内容的虚实，将其标
注词语，便形成不同词语类型。通过认识不同的词语类型达到分门别类地认识
事物。复次，有助于提高人们使用语言的效果。静态的语言符号一旦使用则立
即转变为动态信息载体。静态符号进入动态语境，受到话语人自身因素与环境
的制约。一旦缺乏制约，意义就难以确定，语言契约就无法实现。因此，先秦
重视研究语用原则与方法，合理发挥语言作用，包括在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作
用。最后，有助于拓宽人们理解语言的视野和途径。如何理解语言，传统语言
学多聚焦在语言要素上，通过分析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言语要素去理解
语言。先秦哲人启示人们，不必局限于语言现象的描写，应当从来源、指称、

类型、语用等多种途径，从起点到过程，对语言现象背后的原因做深入分析，

全面深刻准确地理解语言。

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先秦哲人从不同角度关注语言现象，

从多个层次分析语言本质，将其上升为哲学命题，奠定了中国现代语言哲学理论体
系建构的基础，相应的研究也将对我国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科的未来发展与创新起到
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杨　湜　责任编审：柯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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